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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股权架构的域外经验与中国应对

张　巍＊

内容提要：双重股权架构在美国已经有数十年的实践历史，近年来，亚洲各个冀望迅速推动本地

高新企业成长的法域纷纷改变其既往立场，吸纳同股不同权公司上市。２０１８年，中国香港和新

加坡率先在本地区实现了这种规则转变，而中国新设立的科创板也已经允许上市公司采用双重股

权架构。中国引进双重股权结构应当谨慎行事，如需引进可以以中国香港规则作为基础，摒弃其

适于寻租之内容，并增加定期日落规则。

关键词：双重股权架构　同股不同权　股东短视主义　代理人成本　日落条款

一、引　言

双重股权架构俗称同股不同权，在美国已经有数十年的实践历史，而在世界其他地方，以往

大多不接纳这种特殊的股权架构———无论是在法律上明确禁止，还是在实践中不受青睐。然而，

随着美国高科技企业的迅猛成长，尤其是２００４年谷歌上市之后，此类在美上市的企业多采双重

股权架构，于是，亚洲各个冀望迅速推动本地高新企业成长的法域纷纷改变其既往立场，吸纳同

股不同权公司上市。２０１８年，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率先在本地区实现了这种规则转变，而中国新

设立的科创板也已经允许上市公司采用双重股权架构。

引进同股不同权，站在宏观角度的立法者或许期待以此助力高新科技企业的成长，而站在微

观角度的各证券交易所则大概期待吸引来更多的企业上市，由此也令自身得益。不过，从美国的

经验看，最直观的证据似乎并不能为这两种期待背书。就助力高新科技企业成长而言，２０１８年

以预期收入计美国最大的十家科技类上市公司中只有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Ｇｏｏｇｌｅ的母公司）和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两家具有双重股权架构，而以预期收入增长率计，成长速度位列前五的还是只有这两家公司。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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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最大和成长最快的科技类上市公司排名请见表１。也就是说，美国最大、发展最快的高科技企

业中，多数没有采用同股不同权。

　表１　 美国最大和成长最快的科技类上市公司

前十大公司

（以２０１８年度预期收入计）
前五大高速发展公司

（以２０１８年度预期收入增长率计）

排名 名称 收入 （单位：１０亿美元） 名称 增长率 （单位：％）

１ Ａｐｐｌｅ　 ２７３．３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３４

２ Ａｍａｚｏｎ　 ２２８．７ Ａｍａｚｏｎ　 ２９

３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　 １３１．３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　 １９ （并列第四）

４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１０６．４ Ａｐｐｌｅ　 １９ （并列第四）

５ ＩＢＭ　 ７８．８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１０

６ Ｉｎｔｅｌ　 ６３．８

７ Ｈｅｗｌｅｔｔ－Ｐａｃｋａｒｄ　 ５４

８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５３．８

９ Ｃｉｓｃｏ　 ４８．５

１０ Ｏｒａｃｌｅ　 ３９．８

　　数据来源：ＣＮＢＣ，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ｎｂｃ．ｃｏｍ／２０１８／０１／２１／ｔｅｎ－ｌａｒｇｅｓｔ－ｕｓ－ｔｅｃｈ－ｆｉｒｍｓ－２０１８－ｒｅｖｅｎｕｅ－ｓｅｅｎ－ｔｏｐｐｉｎｇ－１－ｔｒｉｌｌｉｏｎ．ｈｔｍｌ．

就吸引公司上市而言，如后所述，美国自１９９４年全面吸纳同股不同权公司上市以来，上市

公司数量总体不增反降，而以往一直不允许双重股权架构公司上市的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上市公司

数量反倒一路上升，或者至少没有显现出美国般的下降趋势。美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上市公司

数量变化情况请见图１。当然，这些数据都是直观的，并未控制任何其他因素，因此仅具有提示

性意义。不过，当直观数据与上述期待不一致之时，抱有这些期待者应提供进一步证据展示同股

不同权可以支持其期待。

图１　美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上市公司数量 （左轴为美国数据，右轴为港、新数据）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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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数十年来美国各界对双重股权架构始终褒贬不一，而且近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其

可能弊大于利，特别是在企业成熟之后。最近，ＷｅＷｏｒｋ这个曾被誉为 “最有价值的独角兽”黯

然撤回上市申请，再次暴露出双重股权架构对公司治理可能造成的威胁。实际上，在 ＷｅＷｏｒｋ

的治理结构遭到市场诟病之后，这家企业抢先做的就是削弱创始人的表决权。本文试图从梳理美

国双重股权架构的实践与研究入手，介绍其利弊所在，再据此评析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两地新近采

行的同股不同权规则，最后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中国的相关立法提出若干建议。

二、双重股权架构的美国实践

（一）制度基础

１．制度变迁

美国公司法与证券法分属州法和联邦法两个不同的体系。不过，对于双重股权架构这个问

题，原先无论是公司法还是证券法都没有特别规定，公司可以自行确定如何分配股东的表决权，

而法院也多次判决支持双重股权架构。〔１〕１９２５年，道奇公司 （Ｄｏｄｇｅ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Ｉｎｃ．）以双重股

权架构在纽约证券交易所 （ＮＹＳＥ）上市，其控制权人以不到２％的出资控制了全部表决权，因

而受到广泛批评。有鉴于此，ＮＹＳＥ次年首次表示要对同股不同权公司的上市加以限制，并于

１９４０年正式宣布不再允许拥有双重股权架构的公司上市，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１９８０年代。

到１９８０年代，美国三家主要的证券交易机构：ＮＹＳＥ、美国证券交易所 （ＡＭＥＸ）和监管

柜台交易 （ＯＴＣ）市场及世界首个电子证券交易市场 ＮＡＳＤＡＱ 的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

（ＮＡＳＤ）对双重股权架构采取了各不相同的态度。ＮＹＳＥ禁止得最为严格，既不允许拥有双重

股权架构的公司上市，又对借助股权重组 （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建立此种架构的公司实施强制退市。

ＮＡＳＤ完全不禁止同股不同权。而ＡＭＥＸ的规则介于二者之间，它一方面允许公司设立双重股

权架构，另一方面又只让拥有总数不低于２５％的表决权且至少有权选举出一名董事的股票组别的

股票上市。

１９８０年代美国出现了敌意并购的浪潮，出于抵御敌意并购的需要，各上市公司纷纷要求实

施双重股权架构。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令 ＮＹＳＥ拥有的流动性和做市优势不再像以往一样明

显。因此，ＮＹＳＥ的严格规则让其在与其他两家证券交易机构，尤其与ＮＡＳＤＡＱ的竞争中日渐

处于不利地位。迫于这样的压力，ＮＹＳＥ于１９８４年６月宣布暂停对采用双重股权架构的公司实

施强制退市，并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ＳＥＣ）提出上市规则修正案，要求允许上市公司通过股

权重组实现同股不同权，只要这种重组得到多数独立董事以及公众投资人的批准。

面对ＮＹＳＥ提出的上市规则修正案，ＳＥＣ开始正式考虑如何监管同股不同权问题。１９８８年

７月ＳＥＣ在拒绝ＮＹＳＥ的修正案之后，推出了一项统一监管规则———Ｒｕｌｅ　１９ｃ－４，它实际上禁止

上市公司借助股权重组实现事后的同股不同权。然而，这条规则寿命不长。１９９０年，美国哥伦

·６６·

〔１〕 本段有关美国制度变迁的介绍主要参见Ｓｔｅｐｈｅｎ　Ｂａｉｎ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　Ｒｕｌｅ　１９ｃ－４，６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５６５（１９９１）．



张　巍：双重股权架构的域外经验与中国应对

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在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ｏｕｎｄｔａｂｌｅ　ｖ．ＳＥＣ一案 〔２〕中判定ＳＥＣ对上市公司的治理以

及股东的表决权问题没有监管权限，于是，Ｒｕｌｅ　１９ｃ－４因ＳＥＣ越权而归于无效。不过，在此判决

之后，ＳＥＣ积极联络美国三家主要的证券交易所———ＮＹＳＥ、ＡＭＥＸ和ＮＡＳＤＡＱ，并促使它们

采用共同的上市公司股东表决权规则。

１９９４年这三家达成协议，一致采用了仿效Ｒｕｌｅ　１９ｃ－４的上市规则。〔３〕此后，美国的证券交

易所实质禁止上市公司通过股权重组实现同股不同权，但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 （ＩＰＯ）的时候采

用的双重股权架构依然有效。并且，上市之后公司仍可发行表决权比例低于已发行股票的新组别

股票，只要不以此作为转换要约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ｆｅｒ）的对价，〔４〕而ＩＰＯ时就采行同股不同权的公

司上市后仍可增发高表决权组别的普通股。

２．禁止事后同股不同权

美国制度对双重股权架构最主要的限制就是不允许上市公司在ＩＰＯ之后———尤其是通过转换

要约———来实现这种股权架构。对此有必要解释一下其中的原因。上市公司创立者可以在ＩＰＯ的

时候就设立表决权数量不同的普通股，并向公众投资人明确进行披露，这是事先的双重股权架

构，公众投资人在购买股票之前就知道公司存在这样的股权结构。另一种双重股权架构在ＩＰＯ之

时并不存在，这被称为事后的双重股权架构。

对于事先的双重股权架构，即在ＩＰＯ之际已经存在的同股不同权，公众投资人在买入股票之

前就已经知悉。按照效率资本市场假说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市场会迅速对这种

公开信息作出反应。假如市场投资人认为特定公司的双重股权结构有利于长期经营利益或者调动

创立者的积极性，市场就会对此作出良性评价，从而推高ＩＰＯ价格。反过来，如果市场认为同股

不同权会损害公众投资人利益，就会使ＩＰＯ价格打折扣。这样一来，创立者的融资成本升高，板

子最终还是要落在自己身上。因此，事先的双重股权架构，无论是损是益，创立者都逃不脱干

系，他们也就有了认真权衡利弊的动力。

事后的双重股权架构，即ＩＰＯ时只有一个组别的普通股，在公众投资人已经购买了公司的股

票之后，再通过股权重组的方式，将原本单一组别的普通股转变为具有不同表决权的普通股，这

则与事先的双重股权架构很不相同。当然，公司法一般不会允许管理层单方面改变公司的既有股

权架构，将原先的单一架构变为双重架构，对公司股权架构的改变往往需要获得股东大会的批

准，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内容。然而，上市公司的公众投资人人数众多，利益分散，难以进行有

效协调，从而在投票时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因此，即便管理层提出的改变既有股权架构的方案

有损于公众投资人的利益，他们也会不作调查，直接支持管理层的方案，或者不去投票，这被称

作投资人的 “理性冷漠”（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ａｔｈｙ）。〔５〕再加上管理层的方案往往经过巧妙设计，进一步

·７６·

〔２〕
〔３〕

〔４〕
〔５〕

９０５Ｆ．２ｄ４０６（１９９０）．
Ｓｅｅ　ＮＹＳ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Ｍａｎｕａｌ　３１３．００（Ａ）；ＮＡＳＤＡＱ　Ｌｉｓｔｉｎｇ　Ｒｕｌｅ　５６４０；ＮＹＳ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Ｇｕｉｄｅ，

Ｓｅｃ．１２２．ＡＭＥＸ于２００８年并入ＮＹＳＥ，现更名为ＮＹＳ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有关转换要约的内容参见后文。

Ｓｅｅ　Ｌｕｃｉａｎ　Ｂｅｂｃｈｕｋ，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ｉ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Ｌａｗ：Ｔｈｅ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ｎ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Ａｍｅｎｄ－
ｍｅｎｔｓ，１０２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１８２０（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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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股东面临的集体行动困境，诱使他们同意对自身不利的股权架构转换。对此，笔者在其他地

方曾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６〕

（二）兴衰与现状

尽管美国历史上并没有对双重股权架构特加限制，不过在２０世纪初，绝大多数美国上市公

司都采用了同股同权的原则。可是，此后的２０年间，双重股权架构却开始流行起来。那时，采

用这种股权架构的公司往往将全部表决权集中于一个组别的普通股，交给内部股东控制，而外部

股东取得的则是完全没有表决权的股票。对此，哈佛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ｉｐｌｅｙ积极

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双重股权架构造成严重的利益冲突。在其观点的影响下，以上述道奇公司上

市为直接触发点，从１９２６年起，ＮＹＳＥ开始逐步收紧对双重股权架构的监管。不过，一直到

“大萧条”之前，美国上市公司采用此种股权架构的激情并未减退。据统计，从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２

年的五年间，总计有２８８家上市公司采用同股不同权，数量几乎与ＮＹＳＥ转变政策之前的１９１９

年到１９２６年间相当。这一时期采用双重股权架构主要是出于家族企业同时实现公开募资和确保

家族控制权的需要。〔７〕

然而，这种情况在 “大萧条”之后出现了根本性转变。随着ＮＹＳＥ于１９４０年决定全面限制

同股不同权公司上市，采用双重股权架构的公司数量急剧减少。据统计，从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７８年的

３８年间，仅有３０家公司在美国证券市场上市，而且，在此期间从未有任何一个年份出现过１１家

以上上市公司采用此种股权架构。〔８〕１９５６年，福特汽车公司上市是这一时期最有名的双重股权

架构公司上市的案例，也是ＮＹＳＥ自１９４０年推出全面限制政策后的一个重要例外。到了１９８０年

之后，伴随敌意收购在美国流行，双重股权架构作为一种抵御收购的措施再次流行起来。研究显

示，在１９６２年到１９８４年之间采用双重股权架构的公司有近８５％是在１９８０年之后采用这种架构

的。〔９〕而从１９８６年３月到１９８７年５月短短１４个月的时间内就有３４家上市公司新加入同股不同

权的行列。〔１０〕

从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０２年间，美国大概有６％的上市公司采用双重股权架构，约占美国上市公司

总市值的８％。这些公司中超级表决权与普通表决权组别股票拥有的表决权比例差不多半数以上

是１０∶１。总体上，拥有超级表决权的股东大概掌握６０％的表决权，而其在公司中拥有的现金流

权利则是４０％。超级表决权股一般不上市流通，流通的只是普通表决权股。直到２１世纪初，美

国双重股权架构的公司主要是在两类上市公司中特别多见。一是个人创办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

的企业，譬如有美国 “超级家庭主妇”之称的 Ｍａｒｔｈａ　Ｓｔｅｗａｒｄ创立的家用品企业 Ｍａｒｔｈ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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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ｅｗａｒｄ　Ｌｉｖｉｎｇ，以及著名设计师Ｒａｌｐｈ　Ｌａｕｒｅｎ创办的同名时尚企业。二是新闻媒体，比如 《纽

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１１〕

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美国上市公司中具有双重股权架构的比例总体呈增长趋势，在１９８０

年代初，这一比例只有３％左右，到１９９０年代初上升到６．５％到７％，此后直到２０１５年都基本保

持在５．４％到７．０％之间。〔１２〕在ＩＰＯ的公司中采用双重股权架构的比例可能增长更快，比如从

２０１０年１月到２０１２年３月间，在美国ＩＰＯ的１７０家公司中，有２０家采用双重股权结构，占比为

１１％，〔１３〕而从１９８０年到２０１５年间在美ＩＰＯ企业拥有此架构的整体比例是７．２％。〔１４〕此外，２００７

年Ｓ＆Ｐ　５００指数中双重股权架构公司的比重只有 ５％，到２０１７年这个比重则迅速增长

到１２％。〔１５〕

２００４年谷歌 （Ｇｏｏｇｌｅ）上市开创了美国高科技企业采用双重股权架构的新时代。在此之前，

在美国上市的高科技企业多数没有双重股权架构，著名者如Ａｐｐｌｅ、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Ａｍａｚｏｎ和Ｎｅｔ－

ｆｌｉｘ。而２００４年之后上市的主要高科技公司几乎都有这种架构，比如２０１２年ＩＰＯ的所有大型高

科技企业———Ｇｒｏｕｐｏｎ，ＬｉｎｋｅｄＩｎ，Ｙｅｌｐ，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和Ｚｙｎｇａ———就都使用了同股不同权，〔１６〕近

几年诸多中国赴美上市的互联网企业也纷纷采用双重股权架构。２００４年后在美上市而未采用此

架构的大型高科技企业大概只有Ｔｗｉｔｔｅｒ和Ｔｅｓｌａ。

有不少研究显示，美国的上市公司中，采用双重股权架构的公司比不采用这一股权架构的公

司平均资产规模更大、利润率更高、杠杆率更高。〔１７〕不过，双重股权架构公司的市场估值却与资

产规模相当的同股同权公司没有差异，〔１８〕或者更低。〔１９〕最令人意外的是，尽管诸多高科技企业

是同股不同权的，但美国双重股权架构公司的平均研发投资在总资产中的占比却低于同股同权的

公司。〔２０〕

近来的研究还发现，尽管美国三分之二拥有双重股权架构的上市公司同时设置了所谓的 “日

落条款”（ｓｕｎｓｅｔ　ｃｌａｕｓｅ），可是，这类主动设置的 “日落条款”却基本起不到让双重股权架构伴

随时间的推移而失效的作用。因为它们规定的失效条件要么是持有超级表决权股的股东转让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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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要么是这类股东的整体持股比例下降到某一程度，换言之，这个条件能否实现依然掌握在

超级表决权股东手中，〔２１〕这一状况倒是与学者们的预期不谋而合。〔２２〕

（三）学界与实务界的态度

１．学界

双重股权架构下，表决权多的股票总是由公司内部人士拥有，而表决权少的股票则留给公众

投资人。谁掌握了多数的表决权，谁就掌握了公司的控制权，而有了控制权不仅能决定公司的经

营方针，也能决定是不是将这种控制权出售给别人。因此，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和 Ｈａｒｔ两位教授早就指

出：公司股权表决结构的主要影响在于其对公司控制权流动的影响。〔２３〕的确，从美国的历史经验

看，双重股权结构风行的年代正是敌意并购交易风行的年代。

那么，上市公司的内部人士为什么想把持住公司的控制权呢？作为公司控制权的所有人，除

了和普通投资人一同享受证券利益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控制权还能给他们带来私人利益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这种私人利益形式多样，譬如取得高额的报酬、享受各种福利 （如私人飞机、

优厚的保险）等有形利益；还可以是按自己的偏好确定经营方针、塑造个人名望，乃至让自己的

事业传于子孙后代的成就感等无形利益。特别是在公司拥有高额自由现金流的时候，就难免会有

控制权人中饱私囊，损害中小股东利益。例如实施关联交易，淘换公司资产据为己有，将控制权

出售给有意榨取公司资产的劫掠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ｌｏｏｔｅｒ），或者以不合理的低价实施私有化，挤走

中小股东。〔２４〕再者，掌握控股权的股东，还可以凭借这种权力占据董事、高管的职位，享受由此

带来的各种待遇———即使不付出辛劳努力工作。

如果说管理层的欺诈、不诚信的行为尚可由法律应对，那么，对于纯粹懒惰或者愚蠢的管理

者，法律就很难约束。毕竟，法官难以区分公司管理层的决定究竟在商业上是好是坏，因此只能

原则尊重 ［即著名的 “商业判断规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ｒｕｌｅ）］。而能对付这种劣质管理层的

只有市场竞争，通过控制权流动让优秀的管理人才将他们替换掉。所以，可以说公司控制权的自

由流动是确保管理层勤勉、高效工作的最终途径。〔２５〕

然而，一旦公司内部人士掌握了高额表决权，进而能任意决定是否将控制权出让，市场竞争

就不再能约束管理层。也就是说，当公司控制权的自由流动被阻断之后，公司股东面临的代理人

成本 （ａｇｅｎｃｙ　ｃｏｓｔ）会大大增加。况且，公司被并购或出现控制权的市场竞争之时，中小股东能

获得并购溢价，或者在强制要约制度的保护下得以分享控制权溢价。然而，当控制权的转让受到

限制之后，中小股东就难以再期待得到这种溢价。

这方面一个略显极端的事例是前传媒大亨Ｃｏｎｒａｄ　Ｂｌａｃｋ给 Ｈｏｌｌｉｎｇ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这家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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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第三大英文传媒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借助双重股权架构，Ｂｌａｃｋ控制了Ｈｏｌｌｉｎｇｅｒ　７３％的表

决权，出任 Ｈｏｌｌｉｎｇｅｒ的董事长。此后他通过向管理层支付高额报酬以及一系列的关联交易将公

司资产转入内部人士的腰包。最终，Ｈｏｌｌｉｎｇｅｒ的股东们花费了２亿美元对Ｂｌａｃｋ提起法律诉讼，

虽然Ｂｌａｃｋ锒铛入狱，Ｈｏｌｌｉｎｇｅｒ却不得不申请破产。

当然，上面的例子也许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那么，更为科学、严谨的研究又为我们显示了怎

样的一幅图景呢？一项针对１９９４—２００２年间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在具有双重股权结构的公司

中，伴随内部人士的表决权与经济性权利的比例差异加大，公司拥有的现金对公众投资人的价值

下降，ＣＥＯ的报酬升高，有损公司价值的收购活动增加，并且，公司资本性支出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ｘ－

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为股东增添的价值减小。〔２６〕这些发现无疑都表明双重股权架构会导致代理人成本加

剧。另一项利用１９９５—２００２年间有关双重股权结构公司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公司的市场价值

伴随内部人士掌握的表决权升高而降低，却伴随其掌握的经济性权利升高而升高。这大概是迄今

为止有关美国的双重股权架构最有影响的一项经验性研究，它再次提供了双重股权架构可能对公

司价值造成负面影响的证据。〔２７〕

同样利用１９９５—２００２年间美国双重股权结构公司数据进行的研究也发现：与同股同权的公

司相比，同股不同权的公司向股东分派的股息更为丰厚，条件也更为优越。〔２８〕这一发现的意义在

于：同股不同权的公司由于意识到市场可能认为其引发的代理人成本问题严重，因此希望通过增

加派发股息，减少公司保有的自由现金流 （ｆｒｅｅ　ｃａｓｈ　ｆｌｏｗ）向市场展示其降低代理人成本的决心

（因为自由现金流被认为是加剧代理人成本的重要原因）。换言之，同股不同权公司的管理层试图

表明其无意实施有损公众投资人利益的行动。但是，此发现本身并不表示采用双重股权架构的公

司价值更高，反而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种股权架构会导致更为严峻的代理人成本问题。

然而，双重股权架构也可能有积极的一面，首先，支持这种架构者最常见的理由是：由于资

本市场上投资人对短期收益的注重，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出于资本市场的压力可能不得不牺牲长期

经营战略，而一旦消除了因控制权流动而被驱逐的威胁，管理层就不必面对这种压力，从而得以

更加专注于贯彻其长期的经营方针，特别是当这种长期方针的短期效益并不显著的时候。有人认

为，伴随１９９０年代以后对冲基金等机构投资人成为证券市场的主力，其注重短期收益的倾向让

双重股权架构更有可能发挥出积极意义。

其次，控制权的稳固也有利于公司控制者投入更多成本培育管理和经营这家特定公司的知识

及能力。譬如深入了解公司技术人员的特长、喜好，以便更好地激励其为公司服务。而这样的知

识通常只对管理者当下管理的企业有用，一旦管理者被解任，他的投资就会血本无归。于是，没

有对自身地位的保障，公司管理者是不会愿意积极投资，以获取此类有利于公司的知识与能力

的。经济学家称之为资产专属化问题 （ａｓｓｅ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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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由于双重股权架构确保了公司管理层的控制权，于是，在出现新的投资机会因而需要

为公司募集新的资金的时候，管理层不会因为担心自己的表决权被稀释而拒绝增发新股，进而放

弃有利的投资机会，或者转而求助于成本更高的债务融资。

最后，公司创立者常常需要为创立公司投入相当的前期成本，譬如技术开发和品牌培育。而

这些资本投下之后，创立者未必能很快收回投资。借助控制权获得的私人利益能够帮助创立者更

有效地收回其前期投入并且已经沉没的成本。如果公司的控制权能轻易被他人夺走，那么，新取

得控制权的人就搭了创立者的便车，却让创立者遭受损失。预见到这种情形，公司创立者也许一

开始就不会愿意投入这些成本。因此，双重股权结构也能激励创立者进行有益的前期投资。〔２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学者认为双重股权架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可能根据公司的成熟度不

同而不同，他们指出这种股权架构对于年轻的公司而言或许更为有利。第一，外部投资人与公司

内部人士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后者掌握更多如何改善经营、提升价值的信息。而这种信息不对

称在年轻企业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这些公司短暂的历史愈发减少了外部投资人了解相关信息

的机会。于是，让内部管理层摆脱资本市场的压力，从而依据自身的信息优势作出有利于企业发

展的判断，这一点对年轻企业而言特别重要。〔３０〕第二，对于年轻企业而言，如何经营发展企业的

信息更有可能是由创始人兼管理者个人掌握的，因此，要是果真换了管理者，企业的发展反而可

能失去方向。这种情况下，让企业接受资本市场上控制权竞争的压力也许基本没有多少好处。〔３１〕

第三，对于年轻企业而言，其创始人兼管理者往往具有更多的动力来提升企业的价值，这不仅符

合他们自身的经济利益，也可以满足其自我实现等非经济利益。于是，这些企业管理者创造股东

共同利益的意愿往往超过谋求自身私人利益的意愿，换言之，代理人成本问题在年轻企业中不那

么突出。〔３２〕第四，创始人往往在ＩＰＯ之时持有较高比例的上市公司股份，但随着上市年限的增

加，出于财富配置多元化考虑，创始人会逐渐减少股份的持有比例，这也意味着对成熟企业的创

始人来说，牺牲股东共同利益以满足其作为控制权人的私人利益成本更低，也就是说，成熟企业

的代理人成本问题更加严重。〔３３〕

最新的经验研究也为上述理论提供了支持证据。一项针对１９７１年到２０１５年４５年间美国上

市公司的研究显示：在年轻企业 （ＩＰＯ不满１２年）中，采用双重股权架构的公司平均价值比同

股同权的公司高９％，但在成熟企业中，同股不同权的公司价值平均比同股同权的公司低１０％。

此项研究还发现：同样是采用双重股权架构的企业，超级表决权股拥有的表决权溢价在成熟企业

中比在年轻企业中高３．３％，这表明成熟企业中控制权人能汲取更多的私人利益。同时，在采用

同股不同权的公司中，市场对于成熟企业增加股息的反应比对年轻企业要大，而这种市场反应的

差异在同股同权公司中则不那样明显，这同样显示投资人对采用双重股权架构的成熟企业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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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成本问题更为担忧。〔３４〕

另一项以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１５年间美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研究类似地发现，在ＩＰＯ阶段，采用双

重股权架构的公司较具有可比性的同股同权的公司估值更高，在ＩＰＯ当年的年末，前者的市场价

值比后者平均高出１１％。不过，此后这两类公司的估值差异不断缩小，到ＩＰＯ后６—９年的时

间，两者的估值已经没有实质差异。另外，这项研究还发现伴随ＩＰＯ之后时间的迁延，具有双重

股权架构的公司中控股股东掌握的表决权比例与其占有的现金流权利的比例差距不断扩大，从

ＩＰＯ一年后的１６％增加到ＩＰＯ五年之后的２６％。〔３５〕这个差异的扩大意味着控制权人有更大的动

力牺牲股东共同利益以谋求私人利益。

鉴于以上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成果，近来美国学界有越来越多的人士主张为双重股权架构设置

所谓的定期 “日落条款”，规定在采用双重股权架构若干年之后，除非得到不具有超级表决权的

股东投票同意继续延期，否则这种架构就要被拆除，恢复同股同权。对此，有研究者特别指出，

不能期待在双重股权架构公司中掌握控制权的股东会自愿采用这样的 “日落条款”，而需要由法

律直接规定。因为即便拆除双重股权结构有利于股东的共同利益，可是，具有控制权的股东从中

得到的只是小部分的收益，不足以弥补取消同股不同权后其将失去的私人利益。〔３６〕

２．实务界

在实务界，对双重股权架构的意见始终两极分化。上市公司的创始人、经理人以及他们的顾

问理所当然地支持这种结构。在２０１７年到２０１８年间由机构投资人服务机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ＳＳ）］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中，这一人群中有５０％赞成同股不同权，２７％认

为可以接受有 “日落条款”的双重股权架构，只有１１％表示这种股权架构不妥当。与之相反，在

资本市场的投资人以及他们的顾问中间，对双重股权架构的看法则消极得多。同一项调查显示，

后一人群中４３％认为同股不同权不合适，４３％认为只有具备 “日落条款”的同股不同权才可以接

受，无条件接受双重股权架构的只有５％。〔３７〕

实际上，美国的投资人———尤其是机构投资人———对双重股权架构的不满由来已久。近年

来，随着高科技企业采用这种架构上市的趋势日盛，这种不满也越来越强烈地爆发出来。第一次

反对的高潮是在２０１２年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上市之后，具有３２年历史、代表着掌握３万亿美元资产的公

募基金和雇员福利基金等机构投资人的机构投资人协会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ＣＩＩ）］向ＮＹＳＥ、ＮＡＳＤＡＱ和ＳＥＣ发出公开信，敦促禁止具有双重股权架构的公司上市。ＣＩＩ

的行动得到美国主要养老基金ＣａｌＰＥＲＳ、ＣａｌＳＴＲＳ，主要资产管理公司Ｆｉｄｅｌｉｔｙ、Ｓｔａｔｅ　Ｓｔｒｅｅｔ、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Ｔ．Ｒｏｗｅ　Ｐｒｉｃｅ以及主要股东投票咨询机构ＩＳＳ的支持。

２０１７年３月，Ｓｎａｐ以新一代高科技企业中最为激进的双重股权架构形式———完全不给予公

众投资人表决权———上市，掀起了机构投资人的第二次反对同股不同权的高潮。在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３７·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参见前引 〔１２〕，Ｈｙｕｎｓｅｏｂ　Ｋｉｍ、Ｒｏｎｉ　Ｍｉｃｈａｅｌｙ文。

参见前引 〔１４〕，Ｍａｒｔｉｊｎ　Ｃｒｅｍｅｒｓ、Ｂｅｎｉ　Ｌａｕｔｅｒｂａｃｈ、Ａｎｅｔｅ　Ｐａｊｕｓｔｅ文。

参见前引 〔２２〕，Ｌｕｃｉａｎ　Ｂｅｂｃｈｕｋ、Ｋｏｂｉ　Ｋａｓｔｉｅｌ文，第５８５页。

Ｓｅｅ　ＩＳＳ，２０１７—２０１８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ｒｖｅｙ：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ｓｓ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ｏｍ／ｆｉｌｅ／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７—２０１８－ｉｓｓ－ｐｏｌｉｃｙ－ｓｕｒｖｅ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ｒｅｐｏｒｔ．ｐｄｆ，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Ｏｃｔ．３１，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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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日，ＣＩＩ和包括ＢｌａｃｋＲｏｃｋ、Ｔ．Ｒｏｗｅ　Ｐｒｉｃｅ、ＣａｌＰＥＲＳ、ＣａｌＳＴＲＳ在内的几大机构投资人再次

向ＮＹＳＥ和ＮＡＳＤＡＱ提出请求，呼吁交易所强制在ＩＰＯ七年之内取消上市公司的双重股权架

构，除非得到拥有多数现金流权利的股东投票同意延期。〔３８〕除向交易所请求之外，ＣＩＩ还把目标

转向了市场指数的编制机构，要求将同股不同权的股票排除在标普 （Ｓ＆Ｐ）、罗素 （ＦＴＳＥ

Ｒｕｓｓｅｌｌ）以及明晟 （ＭＳＣＩ）等各主要股指之外。

不过，对于这一点，机构投资人的观点并不一致，以指数基金为代表的消极投资基金不赞成

从指数中排除双重股权架构。全世界最大的资产管理机构、掌控资产规模超过６万亿美元的

ＢｌａｃｋＲｏｃｋ就此公开表达了反对意见，表示限制同股不同权应交给监管机构，而非指数编制机

构。其忧虑主要在于指数不再能体现股权市场的整体资金配置状况，从而迫使指数基金背离投资

市场大盘的基本策略，也剥夺指数基金投资人投资某一类企业的机会。〔３９〕

对于机构投资人的诉求，ＳＥＣ以及两大证券交易所并未给予积极回应。２０１８年，ＳＥＣ主席

Ｊａｙ　Ｃｌａｙｔｏｎ曾几次表示对双重股权架构的监管不在其优先考虑的议事日程中，并呼吁对股东短

视主义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ｉｓｍ）以及美国资本市场在全球资本市场竞争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

研究。〔４０〕从ＳＥＣ前次试图监管同股不同权的努力失败，Ｒｕｌｅ　１９ｃ－４遭法院否决的经历来看，ＳＥＣ

的谨慎态度可以理解。在交易所方面，ＮＹＳＥ对机构投资人的要求迄今没有表态，而ＮＡＳＤＡＱ

则秉承其一贯支持同股不同权的态度，明确拒绝限制这类公司上市。〔４１〕以吸引企业上市为目标的

证券交易所迎合上市公司的口味，不愿对双重股权架构加强监管就更不意外了———至少在市场资

金充沛的年代。

相反，与机构投资人关系密切的指数编制机构则对这些呼吁作出迅速反应，他们从２０１７年４

月开始进行咨询调研。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６日，ＦＴＳＥ　Ｒｕｓｓｅｌｌ率先宣布将公众投资人表决权比例不足

５％的股票排除在其几个主要的指数之外，包括Ｒｕｓｓｅｌｌ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和３０００指数。〔４２〕２０１７年７

月３１日，Ｓ＆Ｐ　Ｄｏｗ　Ｊｏｎｅｓ指数也正式宣布今后将不在Ｓ＆Ｐ　１５００综合指数 （包括Ｓ＆Ｐ　５００、

Ｓ＆Ｐ　ＭｉｄＣａｐ　４００和Ｓ＆Ｐ　ＳｍａｌｌＣａｐ　６００）中包含新上市的同股不同权公司，原来已经在指数之内

的公司则不受影响。〔４３〕截至本文写作时，美国的几大指数编制机构中仅有 ＭＳＣＩ尚未最终表态将

如何处理双重股权架构问题，但其此前就此展开的咨询及其评论显示，ＭＳＣＩ可能根据公众投资

人拥有表决权的多少调整股票纳入其指数的权重。〔４４〕

除了游说监管机构和指数编制机构之外，美国的公众投资人还试图通过股东提案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４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Ｓｅｅ　Ｄａｗｎ　Ｌｉｍ，ＢｌａｃｋＲｏｃｋ，Ｃａｌｐｅｒｓ　Ｗａｎ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ｏ　Ｃｌａｍｐ　Ｄｏｗｎ　ｏｎ　Ｄｕａｌ－Ｃｌａｓｓ　Ｓｈａｒｅｓ，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ｃｔ．２４，２０１８）．

参见前引 〔１５〕，Ａｎｄｒｅｗ　Ｗｉｎｄｅｎ、Ａｎｄｒｅｗ　Ｂａｋｅ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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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１５〕，Ａｎｄｒｅｗ　Ｗｉｎｄｅｎ、Ａｎｄｒｅｗ　Ｂａｋｅｒ文。

Ｓｅｅ　ＦＴＳＥ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Ｖｏｔ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Ｎｅｘｔ　Ｓｔｅｐｓ，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ｔｓｅ．ｃｏｍ／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ＦＴＳＥ＿Ｒｕｓｓｅｌｌ＿Ｖｏｔ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ｓ＿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Ｎｅｘｔ＿Ｓｔｅｐｓ．ｐｄｆ，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Ｏｃｔ．３１，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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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废除双重股权架构，恢复同股同权。例如，２０１２年美国有４家上市公司的股东提出了这样

的提案，其中包括Ｇｏｏｇｌｅ和Ｎｅｗｓ　Ｃｏｒｐｓ．的股东。不过，这４项股东提案平均只得到大约１／３

股东表决权的支持。在 Ｇｏｏｇｌｅ的提案表决中，只有１７．７％的投票赞成取消同股不同权，而

Ｎｅｗｓ　Ｃｏｒｐ．提案得到的赞成票也不过占投票数的２８．８％。〔４５〕

双重股权架构问题不仅在资本市场上供给双方之间形成对立意见，也受到美国媒体的高度关

注。有研究显示，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５年间在美国ＩＰＯ的、融资规模超过５亿美元的６２家具有双重

股权架构的公司中，美国主要媒体对其中的１３起ＩＰＯ案例明确表示忧虑，比例高达２１％。作为

对比，尽管分层董事会 （ｓｔａｇｇｅｒｅｄ　ｂｏａｒｄ）也被普遍认为是有损公众投资人利益的公司治理结

构，然而，在同一时期ＩＰＯ的同股同权公司中，虽然有７３％采用了分层董事会，却没有任何媒

体报道提到过这些公司的分层董事会问题，更没有一篇对此表示忧虑的文章。〔４６〕

（四）美国的经验

美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资本市场，其上市公司的总市值世界第一，而双重股权架构在美运用

历史之久、范围之广恐怕也首屈一指。不仅如此，无论在学界还是实务界，美国对于双重股权架

构的研究和讨论，更是没有其他哪个国家或地区能及。因此，美国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上述有关双重股权架构的理论本不难理解，而美国经验最有价值的地方是一系列科学严谨的

经验研究实实在在地证明了这些理论预期。虽然就像在其他领域的经验研究一样，针对美国同股

不同权的经验研究不可能呈现出整齐划一的结果，也必定存在各种局限，可是，当越来越多的研

究指向同一个方向，尤其是学术品位越高、刊发的杂志影响力越大的研究结果逐步指向一处的时

候，这些研究就越可能在向我们展示出真相。就同股不同权而言，这个真相是不可忽视其带来的

严峻的代理人成本问题。还要指出的是，这些对美国双重股权架构的研究，大多是在ＳＥＣ以及

几大证券交易所已经采纳监管措施，禁止事后改行这种架构的背景下作出的。换言之，如果没有

这样的限制，同股不同权带来的代理人问题还可能更加严重。

如前所言，支持双重股权架构最主要的原因即所谓的股东短视，公众投资人既缺乏对公司经

营作长期打算的意愿，更缺乏作这种打算的信息与能力，因此，他们应当交出权力来，听从更有

信息、更有能力———却未必更有意愿———的内部人士的决定，谋求公司的长期发展。这番理论的

核心前提是公众投资人短视。可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美国的公众投资人并非如此种理论预

期的那样短视。比如，当今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亚马逊 （Ａｍａｚｏｎ）４０００多亿美元的巨额市

值中有近７５％的价值要依赖其在１０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后的盈利来实现。这样的股东难道还算不

得 “放长线钓大鱼”吗？况且，美国的股市上有大量长期持股的消极基金投资人，其拥有的股票

市值占美股总市值的１３％，而且还在不断扩大。真正快进快出，短期投资色彩浓厚的对冲基金，

特别是那些以股东积极主义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行为当作投资策略的积极主义对冲基金 （ａｃ－

ｔｉｖｉｓｔ　ｈｅｄｇｅ　ｆｕｎｄ）在美国市场的整体持股比例不到１％。〔４７〕

更为系统、严谨的经验研究似乎越来越多地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被当作股东短视典型的积

·５７·

〔４５〕
〔４６〕
〔４７〕

参见前引 〔１３〕，Ｓｔｅｐｈｅｎ　Ｇｌｏｖｅｒ、Ａａｒｔｈｙ　Ｔｈａｍｏｄａｒａｎ文。

参见前引 〔１２〕，Ｈｙｕｎｓｅｏｂ　Ｋｉｍ、Ｒｏｎｉ　Ｍｉｃｈａｅｌｙ文。

Ｓｅ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ｉｓｍ　Ｉｓ　ａ　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ｎｇｌｙ　Ｓｌｉｐｐｅｒｙ　Ｉｄｅａ，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Ｆｅｂ．１６，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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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主义行动对公司的短期价值确有推动；〔４８〕而从长期看，这些行动也没有如批评者预期的那样削

弱公司的投资，尤其是研发投资，〔４９〕公司的长期经营表现还可能得到改善，〔５０〕或者至少没有因

为积极股东的行动而变糟。〔５１〕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如前所述，双重股权架构本以有利长期规划为

优势，结果采用这种股权架构的公司却被发现投入研发的资金还不及同股同权的公司，那其优势

又体现在何处呢？

即使参照最新的研究成果，也是对双重股权架构最有利的研究结论，这种股权架构的优点看

来也仅限于年轻企业，而伴随企业年龄的增长，其具有的优势将为日益增长的代理人成本问题所

取代，为上市公司带来总体负面效应。因此，美国经验带给我们的最大借鉴意义不妨总结为这样

两点。其一，双重股权架构的成本确如理论预期那样严峻，而其收益却可能不如理论预期那样显

著，故而从公司治理和保护公众投资人角度出发，并无充分理由放弃同股同权，转而允许双重股

权结构。其二，即便允许同股不同权，也至少应对其加以两方面限制：一是禁止ＩＰＯ之后转而采

用双重股权架构，二是需要法律强制规定这种股权架构的失效年限，亦即 “日落条款”，比如在

ＩＰＯ之后的６—９年时间内应恢复同股同权，除非无超级表决权的公众投资人多数同意延期。

除却股东短视主义之外，为双重股权架构辩护的另一条理由是只要这种股权架构在ＩＰＯ之时

即已存在，那么，投资人买入股票时支付的价格已经体现出同股不同权的成本———包括其可能涉

及的代理人成本，换言之，股价业已因为超级表决权股东未来可能实施的损人利己行为而打上了

折扣。这样一来，即便嗣后超级投票权股东真的做了恶，投资人也早就从股价中得到了补偿，没

有理由再生抱怨。这种观点看似有理，却与股东短视主义之间存在逻辑矛盾，因为它假定投资人

早在ＩＰＯ之时就已经准确预见到未来不确定的时期内超级表决权股东可能引发的代理人成本，并

将其计入ＩＰＯ价格。这个假定无疑建立在市场投资人具有相当的远见，能大体精准地预测未来这

一基础上，而这样的投资人自然不是短视的。可是，既然投资人不短视、有远见，那又有什么道

理剥夺掉他们的表决权呢？双重股权架构依据的主要理论支柱岂非轰然倒塌？

最后，正如本文引言部分指出的那样，从美国的经验中也找不到双重股权架构促进高科技企

业做大做强的证据，甚至连它吸引来更多公司上市这一点也同样没有证据支持。另外，还值得一

提的是，美国的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受到严格的公司法监管。与中国不同，美国法律较早就确立

了控股股东对公司以及中小股东负有的信义义务 （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　ｄｕｔｙ），〔５２〕双重股权架构下拥有超级

表决权的大股东自然更不例外。〔５３〕它在每一项具体的交易决策中设置了一条维护公众投资人利

益、防止内部人士不当谋取私利的防洪堤，从而抵消双重股权架构的部分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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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双重股权架构在中国香港及新加坡

（一）中国香港

１．制度变迁

香港 《公司条例》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从来不禁止双重股权架构，而在１９８７年之前港

交所的上市规则也没有禁止性规定。不过，那时采用双重股权架构的上市公司十分少见，据说只

有５家。１９８７年３、４月间，怡和洋行、长江实业、和记黄埔三家公司准备发行具有超级表决权

的Ｂ种股票，由此引起股市急剧震荡。为应对市场震荡，港交所和香港证券监管机构迅速采取措

施，紧急叫停Ｂ种股票发行，并于１９８９年正式修改主板上市规则，〔５４〕要求上市公司股票的表决

权必须与股东的经济利益有合理关联，从而实际禁止了同股不同权。〔５５〕

在２０１３年痛失阿里巴巴上市之后，有关是否应当允许双重股权架构的议论在中国香港复燃。

２０１４年，港交所发布概念性文件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ｐａｐｅｒ）征求市场对双重股权架构的意见，并于次年公

布征求意见结论书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Ｖｏｔ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提出采用这种股权

架构的建议。不过，仅仅６天之后，香港证券期货委员会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ＦＣ）］声明拒绝接受港交所的建议。

２０１７年，港交所再次发布概念性文件，提出以设立新板的方式引进双重股权架构。这一次，开

放同股不同权的建议不仅得到积极的反馈，ＳＦＣ也一改初衷，表态支持港交所的建议，这种变化无

疑是出于对中国香港失去上市资源，尤其是丧失 “新兴经济企业”（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上市

资源的忧虑。最终，港交所于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４日公布修改上市规则增设Ｃｈａｐｔｅｒ　８Ａ，放弃了开设

新板的设想，而是将双重股权架构加进主板上市规则中。〔５６〕４月３０日修改后的上市规则开始实

施，仅仅两个多月后，小米成为第一个在港交所以双重股权架构上市的公司，首日股价跌破发行

价。继而美团于９月２０日上市，股价也在一周之内跌破发行价。

２．双重股权架构规则

以上的制度变迁历史显示双重股权架构曾经在中国香港遭到强烈抵制，而港交所本身对这种

股权架构的缺点也有所认识。实际上，港交所在２０１４年的研究报告已经意识到对双重股权架构

不利的经验证据多于对其有利的证据，而且这些有利证据依据的 “样本更小……且内生性问题更

为严重”。〔５７〕因此，在最终通过的同股不同权规则中，港交所加入了诸多约束条件，试图平衡拥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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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级表决权的股东与普通股东的利益。

首先，与美国相同，港交所只允许在上市时采用双重股权架构，〔５８〕且嗣后不能改变这种架构

以增强超级表决权。〔５９〕不仅如此，要采用这种股权架构的上市公司还必须满足一系列定量和定性

标准。定量标准主要是要求预期市值不低于１００亿港币，而且，对预期市值低于４００亿港币的公

司，还必须在最近一个经审计的财务年度拥有不低于１０亿港币的收入。〔６０〕至于定性标准则有５

项：（１）公司需为创新企业；（２）公司有可以客观衡量的高速发展历史；（３）拥有超级表决权的

股东必须因为自身的知识、技能而对公司发展负有重大责任；（４）拥有超级表决权的股东必须是

扮演积极管理角色的个人，并且是公司的董事；（５）公司需至少得到过一名有经验的投资人的大

规模融资，并且此等投资人于上市时需至少保留其５０％的投资。〔６１〕对于事后增发超级表决权股，

港交所要求事先获得其批准，并确保增发之后超级表决权股与普通股的比例不上升。〔６２〕

其次，港交所要求拥有双重股权架构的公司在上市文件、定期报告、各种公开宣传、公告中

均醒目地作出 “双重股权架构警示”（ＷＶＲ　ｗａｒｎｉｎｇ），包括采用双重股权架构的原因说明，对股

权架构的描述，以及对股东面临风险的提示。〔６３〕同时，上市文件以及定期披露报告需说明双重股

权架构终止的所有情形。〔６４〕此外，在上市公司的股票名称后加注 Ｗ，作为对采用双重股权架构

公司的识别标记。〔６５〕

再次，超级表决权股与普通股的表决权之比不得超过１０∶１，〔６６〕相应地，超级表决权股东在

公司拥有的经济利益也不得低于１０％。〔６７〕同时，超级表决权只能在股东大会表决时行使，〔６８〕并

且不能对以下重要议案行使，这些议案包括：（１）修改公司基础性文件；（２）改变任何组别股票

的权利；（３）任免独立董事；（４）任免审计人员；（５）主动解散上市公司。〔６９〕换言之，上述议案

仍需以同股同权方式表决。按同股同权标准计算 （也就是无论超级表决权股还是普通股，每股算

一票表决权）拥有１０％以上表决权的普通股东可以召集股东大会，并提出决议案。〔７０〕此外，超

级表决权股一经转让即失去超级表决权，〔７１〕同样，超级表决权股东一旦死亡、丧失行为能力或者

不再担任董事，其持有的股票也将不再拥有超级表决权。〔７２〕

最后，港交所要求采用双重股权架构的公司成立完全由独立董事任职的公司治理委员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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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维护全体股东利益，该委员会需每半年发布一次公司治理报告。〔７３〕此外，双重股权架构公司的

独立董事必须由一个以独立董事为主席、多数成员为独立董事的提名委员会提名。〔７４〕这类公司还

需要配备一名常任合规顾问，就双重股权架构事宜提供咨询意见。〔７５〕

３．对中国香港规则的评论

以下对上述港交所的双重股权架构规则作一简要评述，重点考察其能在多大程度上缓和这种

股权架构的负面作用。

第一，港交所不允许事后采用双重股权架构无疑是正确的，这也已经成为各国的通例。就港

交所的定量与定性标准看，显然旨在将双重股权架构限定于高速发展且已取得相当成就的高新技

术企业。限定适用范围自然有助于降低双重股权架构的负面因素，而吸引快速成长的高新企业上

市原本就是港交所开放同股不同权的初衷，这样的限定也符合制度本意。

第二，港交所特意将超级表决权股东限定于上市公司的董事，以期借助董事对公司及其股东

的信义义务来监控超级表决权股东与普通股东的利益冲突，恐怕未必有效。在中国香港的规则体

系下，超级表决权股东同时具有双重身份———董事与股东。董事负有的信义义务只能约束其以董

事身份行事时的利益冲突，却不足以防范其作为股东之时的利益冲突。而双重股权架构的负面因

素直接源自超级表决权股东作为股东———而非董事———拥有的权利，也就是股东表决权。

譬如，面对某一项对公司有利，却可能对超级表决权股东不利的商业机会，超级表决权股东

可以在董事会决议时赞同公司利用这个机会，可是一旦该董事会决议需要得到股东大会表决，这

些股东又可以反过来投反对票。超级表决权股东的这两次不同的投票既不违反其作为董事的义

务，又符合其行使股东权利的规则。质言之，如果不像美国法那样承认控股股东对公司和其他股

东负有信义义务，那么，香港现有的信义义务规则很可能不足以防范超级表决权股东牺牲普通股

东利益以谋求自身利益的危险。〔７６〕

第三，有关双重股权架构的信息披露———特别是风险提示———要求，很可能沦为形式主义的

套路文章，或许会发现所有采用双重股权架构的公司都会采用近似的披露文案。况且，这种抽象

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究竟对投资人有多少意义殊有可疑。对有经验的机构投资人而言，双重股

权架构的基本内容和风险应该早已熟悉，上市公司披露的也许只是这些投资人原已知道的内容。

·９７·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Ｓｅｅ　ＨＫＥＸ　Ｌｉｓｔｉｎｇ　Ｒｕｌｅ　８Ａ．３２．
Ｓｅｅ　ＨＫＥＸ　Ｌｉｓｔｉｎｇ　Ｒｕｌｅ　８Ａ．２７，８Ａ．２８．
Ｓｅｅ　ＨＫＥＸ　Ｌｉｓｔｉｎｇ　Ｒｕｌｅ　８Ａ．３４．
美国的Ｏｍｎｉｃａｒｅ　ｖ．ＮＣＳ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Ｉｎｃ．（８１８Ａ．２ｄ９１４，２００３）一案的情节就展现了这种危险。该案中，被收购公

司ＮＣＳ具有双重股权架构，其两位超级表决权股东同时也是公司董事。在与收购方谈判收购交易时，董事会采用了严苛的交易
保护条件，包括要求强行将收购交易付诸股东表决，以及没有设置 “信义义务例外”条款 （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　ｏｕｔ）。尽管董事会后来撤
回了对收购议案的推荐，但法院最终判决董事会违反忠慎义务。值得指出的是，本案中两位超级表决权股东已经以个人名义向
收购方承诺其将投票赞成收购案，也就是说其作为董事的行为———撤回对收购议案的推荐，与其作为股东的行为———承诺支持
收购案———相互矛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超级表决权股东与普通股东很可能因为其投资多样化程度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
风险偏好，由此形成实际的利益冲突，尽管在法律上超级表决权股东并没有让公司与自身或其关联企业交易，因此未必构成利
益冲突交易。尤其在公司陷入财务困境之时，这种实际利益冲突变得更加突出 （参见前引 〔２４〕，Ｒｏｎａｌｄ　Ｇｉｌｓｏｎ、Ｊｅｆｆｒｅｙ
Ｇｏｒｄｏｎ文，第７８５页）。于是，如果超级表决权股东有机会利用股东身份推进利益冲突交易，则董事的信义义务将不足以控制
这种冲突。实际上，在Ｏｍｎｉｃａｒｅ案中，如果法院不认定董事会违反信义义务，就几乎无法阻拦这起存在利益冲突的交易。然
而，这又是基于该收购交易在美国需要得到董事会同意的公司法规则。假如在股东会中心主义的法域，或者对于股东会可以跳
过董事会直接决策的交易，便很难再控制超级表决权股东推进有利自身却不利其他股东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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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没有经验的散户投资者来说，他们或许原本就不习惯查看公司的信息披露，只是根据市场价

格交易，于是，额外的披露对这些投资人也未见得有多少帮助。笔者以为，真正值得披露的应该

是当面临具体交易决策之时，超级表决权股东与普通股东可能存在哪些实际利益冲突，这大概才

有助于投资人认清双重股权架构实际风险。至于在采用双重股权架构的公司名称后加注特殊标

记，同样对有经验的投资人意义不大，这些投资人早对哪些是双重股权架构公司了然于胸了，只

是对散户可能起到一些提示作用，但这部分投资人本身对交易价格的影响十分有限。

第四，现有研究表明最值得采纳的防范双重股权架构消极影响的规则是按照公司年龄迫使超

级投票权失效的 “日落条款”。港交所最终没有对此作出要求十分可惜。对此，港交所的解释难

以令人信服。港交所认为，如果强制要求双重股权架构在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必须经股东批准方能

继续保留，则会 “在此日期临近之际，对股东以及潜在投资人造成严重不确定性”。然而，港交

所的现行规则已经规定了基于特定事件———转让、死亡、丧失行为能力、卸任董事等———的 “日

落条款”（ｅｖ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ｓｕｎｓｅｔ）。与一个早已明确 “日落”时间的 “日落条款”相比，这些由于突

发事件而突然 “日落”的 “日落条款”岂非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既然更不确定的 “日落条款”

都已经有了，又如何能以不确定为由排斥不确定性更小的 “日落条款”呢？

除却港交所上市规则中确立的这些事前性保护规则之外，借助司法手段对同股不同权公司中

普通股东给予事后保护也有一定的可能性。比如，近来ＳＦＣ利用 《证券及期货条例》［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ＳＦＯ）］第２１３条对市场失当行为提起民事诉讼，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取代集团诉讼与风险代理费机制的保护功能。〔７７〕

（二）新加坡

１．制度变迁

新加坡立法原本不允许同股不同权，其 《公司法》（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ｃｔ）第６４条第１项明确规

定公司的每一份股票只能拥有一份表决权。仅有的例外是允许报业公司同股不同权，以期维护媒

体的中立性。

２０１２年英国曼彻斯特联队有意寻求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 （ＳＧＸ）上市，但希望采用双重股

权架构。由于受制于 《公司法》的上述规则，最终曼联放弃新加坡转赴ＮＹＳＥ上市。以此作为契

机，新加坡迅速展开修法工作，于２０１４年１１月通过 《公司法》修正案，正式允许上市公司采用

双重股权架构。〔７８〕不过，这部分修正案没有立即生效，而是到２０１６年１月才正式生效。

可是，即便 《公司法》修正案生效之后，ＳＧＸ似乎也没有急于修改上市规则，等待一年之

后才首次就双重股权架构发出征询意见书，〔７９〕此后又经过一年，到２０１８年３月底ＳＧＸ再提出修

正上市规则的征询意见书，〔８０〕直到同年６月２６日正式出台建立双重股权架构的上市规则修正案，

·０８·

〔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参见前引 〔５５〕，Ｈｕｉ　Ｈｕａｎｇ、Ｗｅｉ　Ｚｈａｎｇ、Ｋｅｌｖｉｎ　Ｓｉｕ　Ｃｈｅｕｎｇ　Ｌｅｅ文。

Ｓｅ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ｃｔ，Ｓｅｃｔｉｏｎ　６４（３），Ｓｅｃｔｉｏｎ　６４Ａ．
Ｓｅｅ　ＳＧＸ，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Ｌｉｓｔ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Ｄｕ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Ｓｈａ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ｒａｊａｈｔａｎｎａｓｉａ．ｃｏｍ／ｍｅｄｉａ／２７１６／ｓｇｘ＿ｄｃｓ＿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ｐｅｒ＿－ｓｇｘ＿２０１７０２１６－ｆｉｎａｌ．ｐｄｆ，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Ｏｃｔ．３１，２０１９．
Ｓｅｅ　ＳＧＸ，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Ｌｉｓｔ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Ｄｕ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Ｓｈａ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ｓｇｘ．ｃｏｍ／ｗｐｓ／ｗｃｍ／ｃｏｎｎｅｃｔ／ｂｃ５ｅ０ｆ０６－２６ｄ４－４５６４－９４４５－ｅ１４ｄ７９５２９８４６／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ｐｅｒ＋ｏｎ＋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Ｌｉｓｔ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Ｄｕａｌ＋Ｃｌａｓｓ＋Ｓｈａ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ｐｄｆ？ＭＯＤ＝ＡＪＰＥＲＥＳ，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Ｏｃｔ．３１，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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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立即生效。〔８１〕在此之前，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８日，ＳＧＸ先行允许已在ＦＴＳＥ和 ＭＳＣＩ指数认定的

“发达市场”采用双重股权架构上市的公司来新加坡第二上市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ｌｉｓｔｉｎｇ）。不过，迄今为

止还没有同股不同权的公司在ＳＧＸ上市。

对比中国香港，新加坡的同股不同权起步更早一些，而且法律修改工作进展得很快。可是，

与港交所不同，ＳＧＸ修改上市规则的步子却拖得很慢，直到中国香港后来居上地确立双重股权

架构，方才正式修正自己的上市规则。ＳＧＸ与港交所对双重股权架构的冷热差别，乃至ＳＧＸ与

新加坡立法机构对此的温度差都颇耐人寻味。一种可能性是ＳＧＸ充分意识到新加坡股权资本市

场的局限，对通过建立双重股权架构吸引上市的前景并不如港交所那样乐观。相反，ＳＧＸ或许

还对放开同股不同权之后引来劣质公司上市存在忧虑。

２．双重股权架构规则

第一，ＳＧＸ同样只允许新发行上市的公司采用双重股权架构，但与港交所不同，ＳＧＸ没有

为采用双重股权架构的公司特别设定定量标准，换言之，这些公司只需要符合ＳＧＸ主板上市的

一般定量规则。不仅如此，ＳＧＸ也没有在主板上市规则中直接设定接纳双重股权架构公司上市

的定性标准，只是在其与上市规则修正案同时公布的征询意见回复说明中列举出一些考察是否接

纳的定性因素。这些因素包括： （１）商业模式，譬如是否具有谋求高速发展的长期规划设计；

（２）既往业绩，包括经营业绩，也包括公司治理等方面的业绩；（３）超级表决权股东 （或团体）

对公司经营成败的重要性；（４）有经验的投资者的参与；（５）如果拥有超级表决权的是一个采用

公司或信托形式的团体，则要考察其内部结构的妥当性，包括评估其是否具有 “日落”机制或者

其他保护措施；（６）其他相关特质。〔８２〕

与港交所的规则相比，ＳＧＸ列举的上述因素更具主观性。尽管两家都要求采用双重股权架

构的公司具有快速成长性，但ＳＧＸ没有限定所谓创新企业才能建立这种股权架构。新加坡规则

的第二个特点是允许团体成为超级表决权股东，只要这样的团体在上市之际就确定范围，并且有

一人充任董事。至于这样的团体究竟需要具有怎样的内部结构避免其滥用超级表决权，ＳＧＸ语

焉不详，而所谓的 “日落”机制，似乎仍旧限于股权转让、代表该团体的董事离职之类基于特定

事件触发。另外，与中国香港的规则一样，拥有超级表决权的个人股东必须是董事，〔８３〕而且

ＳＧＸ要求超级表决权股东在上市之后至少１２个月内不转让或另行处分其全部股份———包括超级

表决权股与普通股。〔８４〕对于事后增发超级表决权股，ＳＧＸ除与港交所一样要求不能提高超级表

决权股的比例之外，还要求事先作为特别决议事项得到股东大会批准 （即代表投票股东７５％以上

的表决权同意）。〔８５〕

·１８·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Ｓｅｅ　ＳＧＸ，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Ｌｉｓｔ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Ｄｕ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Ｓｈａｒｅ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ｇｘ．ｃｏｍ／ｗｐｓ／ｗｃｍ／ｃｏｎｎｅｃｔ／ｆ６２２４６０３－３５６ｅ－４ａ１ｄ－８ｅａｆ－２６４ｄ１ｆｂ９ｄａ４６／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ｏｎ＋
ＤＣＳ＋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ｐｅｒ＋％２８２６０６１８％２９．ｐｄｆ？ＭＯＤ＝ＡＪＰＥＲＥ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ａｃｈｅ＝ＮＯＮＥ＆ＣＡＣＨＥＩＤ＝ｆ６２２４６０３－３５６ｅ－
４ａ１ｄ－８ｅａｆ－２６４ｄ１ｆｂ９ｄａ４６，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Ｏｃｔ．３１，２０１９．

参见前引 〔８１〕，ＳＧＸ文，第１０－１１页。

Ｓｅｅ　ＳＧＸ　Ｍａｉｎｂｏａｒｄ　Ｒｕｌｅｓ，Ｒｕｌｅ　２１０（１０）（ｅ）．
Ｓｅｅ　ＳＧＸ　Ｍａｉｎｂｏａｒｄ　Ｒｕｌｅｓ，Ｒｕｌｅ　２２９Ａ．
Ｓｅｅ　ＳＧＸ　Ｍａｉｎｂｏａｒｄ　Ｒｕｌｅｓ，Ｒｕｌｅ　８０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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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ＳＧＸ也要求采用双重股权架构的公司在招股说明书等发行文件中详述其股权架构、

风险因素、采用双重股权架构的理由、同股同权的表决事项以及公司章程中其他与双重股权架构

相关的重要事项。此外，还必须在年报封面页特别披露：（１）超级表决权股东名称；（２）超级表

决权股份数量；（３）超级表决权股表决权总数；（４）普通权股份数量；（５）普通权股表决权总

数；（６）超级表决权股与普通权股表决权合计总数。〔８６〕

第三，ＳＧＸ也规定超级表决权股每股不得超过１０票表决权，且超级表决权与普通股的表决

权之比不得事后变更。〔８７〕普通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可以行使的表决权数不得少于公司总表决权数的

１０％；〔８８〕按同股同权标准计算拥有１０％以上表决权的普通股东可以召集股东大会。〔８９〕某些决议

案必须以同股同权方式表决，包括：（１）修改章程等公司基础性文件；（２）改变任何组别股票的

权利；（３）任免独立董事；（４）任免审计人员；（５）反向收购；（６）主动解散上市公司；（７）主

动退市。〔９０〕这些要求均与中国香港一致。

第四，超级表决权股东如不再担任董事 （无论因死亡、丧失行为能力或退休、辞职等），或

者拥有超级表决权的团体不再有人代表其担任董事，则其持有的股票将丧失超级表决权；类似

地，超级表决权股一经转让 （或拥有超级表决权的团体将此类股权转让给团体外之人）也即失去

超级表决权。然而，与港交所不同，ＳＧＸ允许股东以同股同权方式表决豁免上述超级表决权失

效事宜，投票时相关的超级表决权股东、拟受让超级表决权股的股东，以及这两类股东的关联方

不得投票，但其他超级表决权股东仍可参与投票。〔９１〕

第五，ＳＧＸ虽然没有要求同股不同权的公司另行设置公司治理委员会，但也加强了董事会

的独立性，要求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必须多数成员为独立董事，并且委员会主

席也应为独立董事。〔９２〕

３．对新加坡规则的简评

新加坡的双重股权架构规则与中国香港大体类似，主要有两点区别，其一是允许团体成为超

级表决权股东，其二是限制超级表决权股东在上市之后的一定时间内转让其股权。对于允许团体

成为超级表决权股东，ＳＧＸ的理由是，一方面超级表决权股东应担任公司董事，以便其承担信

义义务，而另一方面，假如有多名创始人希望共同控制公司的发展方向，而各人又扮演不同的角

色，则无法让太多个人同时担任董事。〔９３〕为此，可以让这些创始人结成一个团体，由其中一人代

表出任董事。

中国香港要求超级表决权股东必须为个人可能确有过于机械化之嫌。不过，放开团体成为超

级表决权股东也可能使少数控股股东将 “叠金字塔”与双重股权架构结合，进一步放大其对上市

·２８·

〔８６〕
〔８７〕
〔８８〕
〔８９〕
〔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Ｓｅｅ　ＳＧＸ　Ｍａｉｎｂｏａｒｄ　Ｒｕｌｅｓ，Ｒｕｌｅ　６１０（１０）．
Ｓｅｅ　ＳＧＸ　Ｍａｉｎｂｏａｒｄ　Ｒｕｌｅｓ，Ｒｕｌｅ　２１０（１０）（ｄ）．
Ｓｅｅ　ＳＧＸ　Ｍａｉｎｂｏａｒｄ　Ｒｕｌｅｓ，Ｒｕｌｅ　２１０（１０）（ｈ）．
Ｓｅｅ　ＳＧＸ　Ｍａｉｎｂｏａｒｄ　Ｒｕｌｅｓ，Ｒｕｌｅ　２１０（１０）（ｇ）．
Ｓｅｅ　ＳＧＸ　Ｍａｉｎｂｏａｒｄ　Ｒｕｌｅｓ，Ｒｕｌｅ　７３０Ｂ．
Ｓｅｅ　ＳＧＸ　Ｍａｉｎｂｏａｒｄ　Ｒｕｌｅｓ，Ｒｕｌｅ　２１０（１０）（ｆ）．
Ｓｅｅ　ＳＧＸ　Ｍａｉｎｂｏａｒｄ　Ｒｕｌｅｓ，Ｒｕｌｅ　２１０（１０）（ｉ）．
参见前引 〔８１〕，ＳＧＸ文，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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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控制权与在公司中的经济利益二者之间的差距，继而更加恶化代理人问题。因此，笔者更

加赞同中国香港的规则。

至于限制超级表决权股东转让股票应该是为了将这些股东的利益与其他股东的利益捆绑起

来。不过，这项规则似乎略显画蛇添足。一则以超级表决权控制上市公司原本就是极富吸引力的

利益，有意设置双重股权架构并取得这种利益者通常不会愿意轻易将其拱手让人。再则无论是中

国香港还是新加坡都规定超级表决权股一旦转让，原则上即失去超级表决权，这无疑会压低转让

价格，反过来也会进一步抑制转让的动力。限制超级表决权股东转让普通股则可能造成其资金流

动性困难，进而削弱其持有普通股的意愿。

与中国香港一样，新加坡的规则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将对超级表决权股东的制约机制集

中在董事的信义义务上，恐怕难以回应其作为股东行使控制权的本质，如果不确立控股股东的信

义义务，也许难以实现有效制约。二是没有给双重股权架构设定时间限制———以时间确定的 “日

落条款”，可谓是新、港两地规则的最大缺憾。此种 “日落条款”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有充分依

据，而且正如美国学者指出的那样，它也难以依靠公司通过章程自行确立，所以，正是需要立法

强制要求之处。相比中国香港，新加坡规则还例外允许超级表决权股继承，这就更可能延长双重

股权架构的持续时间，也使得强制规定这种股权架构的 “日落”时间更有必要。

四、对中国立法的若干建议

本文以上的介绍、分析说明总结起来如下：双重股权架构的缺点明显，其增加代理人成本，

恶化公司治理的效果为诸多研究证实；而优点却有限，所谓其能避免股东短视，助力高新企业成

长，吸引更多公司上市的种种观点并没有多少证据支持。因此，笔者认为在立法上中国首先应当

采取的态度是谨慎对待。笔者以为在中国推行双重股权架构，中国香港的规则比美国、新加坡的

更为可取，可资借鉴作为基础，在此之上加以调整修改。

第一，对可以采用同股不同权的公司加以限制。这方面似乎不必过分强调行业技术特性，或

者对这种特性作出相对宽泛的解释，而更应侧重于企业上市之前的发展轨迹。中国香港考察企业

历史业绩，权衡超级表决权股东在企业发展历程中的作用，这些规范视角都有可取之处。

第二，在信息披露方面，中国香港要求明示采用双重股权架构的公司，强化风险提示的做法

也可以借鉴，只是这些一般性的信息披露可能还不够。对于同股不同权的公司，要督促其在做出

每一个重大交易———达到公司资产或者营收规模一定比例的交易———决策之前，充分披露如下内

容：这个决策的过程、依据；该交易实施的方式、资金来源；决策之际超级表决权股东与普通股

东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在此期间超级表决权股东自身的持股、财务和流动性等状况。对此，目前

证交所经常使用的问询函是一种适当的监管方式，监管员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方式促使同股不同权

公司做出有针对性的具体披露。

第三，限定超级表决权的比例，特别是禁止对特定股东决议事项行使超级表决权是中国香港

规则的一大亮点，殊值赞同。其五种受限的决议事项可以考虑直接引入，尤其是对独立董事的选

任，不能让超级表决权侵蚀独立董事制度。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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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进一步增强上市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包括设立独立的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

酬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担任董事会主席等都是值得考虑的措施。实际上，让董事会真正做到独立

于控股股东，为全体股东的利益服务应当是所有上市公司治理的共同目标，具有双重股权架构的

公司更不应例外。

第五，中国香港要求超级表决权股东必须为个人，从避免股东现金流权利与表决权利进一步

分离的角度看确有必要。不过，如前文分析的那样，假如以此作为捆绑超级表决权股东与普通股

东利益的法律机制，恐怕尚嫌不足。重要的是在法律上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控股股东信义义务制

度，并为普通股东借此追究超级表决权股东责任创造便利条件。由监管机构主导的事前信息披露

与由司法机构主导的事后责任追究应当双管齐下，方才能为普通股东提供有意义的保护。

第六，但也是最重要的是应当补上中国香港遗漏的定期 “日落条款”。前文已经说明，法律

与金融学家们研究的最新成果是，随着企业的日趋成熟，双重股权架构的优势越来越弱，而缺点

则日益突出，为此，定期日落是防止同股不同权被滥用的重要机制。可是，理论和实践都证明，

如果把是否采用定期日落条款的权利交给上市公司，那么，在握有超级表决权的创始人的主导

下，恐怕很少会有公司主动采用这样的条款，他们更愿意加入事件性日落条款充数。正因如此，

法律才特别有必要强行规定定期日落条款，而对于港交所上市规则中的事件性日落条款倒未必需

要专门规定。以现有研究成果以及企业上市的实际情况看，上市之后８—１０年间日落似乎是一个

合适的选择。当然，到期之后可以允许普通股东投票表决是否继续延长双重股权架构的时间。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ｄｕａｌ－ｃｌａｓｓ　ｓｈａ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ｆｏｒ　ｄｅｃａｄｅｓ．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ｄｕａｌ－ｃｌａｓｓ　ｌｉｓｔｉｎｇ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Ｉｎ　２０１８，Ｃｈｉｎａ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ｔｏｏｋ　ｔｈｅ　ｌｅａ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Ｓｃｉ－Ｔｅｃｈ　ｂｏａｒ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ｓｕｉｔ　ａｓ　ｗｅｌｌ．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ｄｕａｌ－ｃｌａｓ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ｃａｕｔｉｏｎ．Ｉｆ　ａ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ｓ　ｍａｄｅ　ｏｎ　ｉｔｓ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ｃａｎ　ｂ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ａｓ　ａ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ｏｓｅ　ｒｕｌｅｓ

ａｍｅ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ｒｅｎｔ－ｓｅｅｋｉｎｇ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ｍｏｖｅｄ，ａｎｄ　ａ　ｔｉｍｅ－ｂａｓｅｄ　ｓｕｎｓｅｔ　ｃｌａｕｓ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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